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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研究
梅列日科夫斯基主观批评视野中的普希金
刘  锟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研究是从人文文化的视角进行的，他在自己的主观文学批评散文中从多个方面确认了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欧洲以及整个世界文化的重大意义。在对俄国文学经典诗人和作家如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和评论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会不断回到普希金，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促使人们和时代在认识这位现代文明的开启者的同时进行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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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两个多世纪以来，对普希金的意义诠释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领域一直在不断地悄然进行着，人们企图从这位伟大诗人的方方面面来确认他的价值。但在经历过意识形态的种种指向的束缚之后，对普希金这一俄国以及世界文学中的特殊现象一直有些意尤其未尽之感。其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各时期思想和意识形态中的成见和定论，人们常常会因为把诗人神化，以至于在他头上的神圣光环面前却步，但思想锐利、高屋建瓴的评论并非没有。俄国白银时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宗教思想家兼文学批评家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普希金现象以及评论界普希金研究的误区和不足曾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他从俄国文化的特征入手，从俄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中来看普希金的个性特征，从世界文学和西方文化的视角关注普希金，他的主观文学批评为我们认识俄国文学经典和俄国精神文化开启了一扇思想宝库的大门。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但也令后人产生很多争论，其中不乏怀疑和否定的声音，但他的主观文学批评文章却被后世奉为经典，这是不争的事实，梅列日科夫斯基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20世纪文学领域首先肯定的是他作为一个经典著作的诠释者和批评家的地位。针对科学批评的局限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观批评观察的角度是心理的，它的基本精神和出发点是与时俱进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都要求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视角出发，对过去的伟大作家做出阐释。”（梅列日科夫斯基 1999：2）他的主观文学批评主张直指当时刻板说教的批评语境，主张从伟大作家的思想轨迹中寻找关于人类文化精神的潜在意义。“主观批评虽不是像俄国形式主义批评那样多地从对文学作品技法的关注出发，却也能兼顾其文学性、审美效果和潜在的宗教言说三方面，它不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罕见的知性特征，而且在关注人类心灵的直觉时并没有忘记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和创造力。”（刘锟 2009：41）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经典的伟大作家都代表和坚守着一种文化创造的方式，而他企图寻找一种文化创造的真正维度，这种维度对解决社会精神价值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经典文学作品和伟大作家在他那里获得了全人类的文化价值，而普希金自然成为他对俄国文化与世界进行文化释义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符号。

1 普希金的困境

梅列日科夫斯基很早就表现出诗歌创作的天赋，普希金的诗无疑是他当时最为热衷的，少年时曾写诗自嘲说自己毫不知耻地模仿普希金。从那时起，普希金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不可超越的诗人，是理想的化身，直至后来在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体系中成为绝美地融合两种对立的因素的典范，就像他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推崇的那种“自然的和人类的”、肉体和精神的完美结合。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普希金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一幅世界的神秘图景和一种和谐，这是后继的无数俄罗斯作家包括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都无法达到的。而随着宗教哲学和文化意义探索的不断加深，普希金这一伟大诗人的形象和轮廓在俄国和世界文化的背景和语境中呈现出更多维的意义和价值。

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普希金评论的出发点是斯米尔诺娃1所写的一本《斯米尔诺娃札记》。斯米尔诺娃在自己的书中对普希金的诗歌片断、暗语、批注、书信和日记等作了详尽的记录和分析，展示了一个思想者普希金的形象。梅列日科夫斯基所写的《普希金》一文把斯米尔诺娃笔下的普希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的论调相对比，指出前者笔下的普希金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智慧和妙不可言的纯洁质朴之感，这是一种真正的智慧，而当时盛行一时的皮萨列夫等人的批评思想则体现了不开化的俄国文学批评现状。他认为皮萨列夫作为俄国文学荒蛮的代表却比普希金作为俄国文化的高度繁荣的代表更具有俄罗斯民族性。他在文章的开始尖锐地指出俄国批评界和民从对普希金认识的肤浅和评价的不公，他说“普希金——是伟大的思想家、智者，这一点或许许多他的狂热崇拜者都会赞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普希金的民族性，谈论他的质朴和明晰，但是直到现在，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人试图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寻找严整的世界观和伟大的思想。人们会谦恭地绕开这个方面，似乎觉得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提及这一点，似乎这对普希金本人更好些。人们从不把他和列天·托尔斯泰，也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先知、导师或者说他们想成为导师，而普希金只是一个诗人，只是一个艺术家而已。几乎俄国所有的对普希金的评判，即使是最崇敬的评判，深处都潜存着先入为主的只是出于对伟大诗人的尊重而没有说出来的一种对于普希金诗歌的轻佻肤浅的定论，认为他的诗不是以思想的力量而是形式的诱惑力取胜。与托尔斯泰的缪斯的那种残酷、沉痛和对死亡的永恒的呼喊相比，普希金的诗神过于轻薄和明朗，如同顽皮的浪荡女子，就像普希金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那么缺乏智慧，那么不严肃。”（Д.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1：148）因此普希金对于世界诗歌和哲学、宗教以及俄国命运、关于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的思索都被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所遮盖了。正如普希金自己所说，他“是为了自己而创作，即便是偶尔把自己的作品公诸于众，遇到的则多是冷淡和漠视，只在像他一样在人间形单影只的、极少数的自己诗歌的喜爱者那里才能找到一些回应。”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这种文化氛围归结于俄罗斯式的下流无耻，如布尔加林之徒，而这种下流无耻在普希金身边不断漫延，包括他的家庭亲属之中——普希金即使在妻子面前也得不到理解，因为娜塔莉娅不喜欢读他的诗。

人们怀疑和漠视斯米尔诺娃记录中的普希金，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损失，以至于诗人去世60年之后他对于俄国文化的真正意义仍然未被认识，仍然是布尔加林和皮萨列夫们言论的天下。诗人所面临的仍然如同他去世之时所面临的俄国的未开化状况一样。因此梅列日科夫斯基痛心地感到普希金的声音正在被迫沉默着，而俄国文学的整个历史实际上正是普希金和汹涌而来的民主的荒蛮力量斗争的历史，是对普希金的理想的片面曲解，而普希金的精神正在渐趋熄灭、衰微、死亡。“发掘普希金的世界观的难度在于没有任何一部作品集中了诗人的天才，……普希金最完美的作品也没有充分展现诗人的能力：一些专注的研究者不再予以关注，认为诗人高于自己人创作。……（普希金）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为未来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开辟了小径。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长诗和戏剧领域他都是率先或第一个，他是孤独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他有那么多事需要完成，他忙乱地从一种构思到另一种构思，在诸多未完成的伟大作品之间辗转。”（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1：149）
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即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思想包括文学领域的混乱现状，梅列日科夫斯基忧虑地指出，这样继续下去是非常不可想象的。虽然19世纪出现了以普希金为开端的俄国文学的空前繁荣，出现了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和不朽的艺术名篇，但梅氏对此并不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时代思想的混乱和堕落状况并不是出现一两个伟大的新的天才就可以挽救的，因为天才可以进行创作，但却不可能创立整个民族文学。没有伟大的文化原则就谈不上文学，这种文化原则应该具有全人类的，而不止是俄罗斯民族的意义。但是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没有触及到这种联合一切人类精神的伟大原则。俄罗斯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固然是值得骄傲，但是这个民族的意识如果和他们不相配，这些天才也将和它相疏离。就像英国16世纪出了个沙士比亚，但是到了17世纪英国生活的主流却偏离了轨道，而沙士比亚在自己的国家却显得格格不入。俄罗斯也是一样，普希金也面临着成为荒芜文化原野中的一个外来人，他的天才和自己的人民之间产生了断裂。而民族文学的消亡将是最大的灾难，整个民族的失语，创作才能死亡……“普希金是一个刚从未开化中苏醒的，但已经敏感而贪婪地希望得到各种形式的文化，显然是注定要加入世界精神生活的民族的诗人。”（Д.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1: 155）
2 普希金与欧洲文化

与西欧的存在主义对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抗相似，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企图在东正教的精神中找到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终极答案，他们对宗教教义不是恪守、阐释、论证，而是颠覆和创造，在唯心论的主题之下进行着解决现世精神危机的努力。他们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实际上他们是从人神关系中关怀人的本质和命运，这是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相区别的地方。其中异教与基督教的结合的思想则是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创举。梅列日科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中说，俄罗斯后世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机大多源自普希金——这一俄国现代文化的伟大缔造者，因为普希金就是善于通过“异教和基督教的结合”来解决矛盾。（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0：37）有的研究者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待普希金创作的态度和尼采对于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是尼采强化了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领域对普希金的崇拜，而普希金则是尼采精神的俄罗斯式的最佳诠释者。所以在某些方面，就某些精神特性而言，人们会把普希金等同于尼采。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各种形式的创作中一直没有离开象征主义原则，他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联合起来并不是达到其研究的外在形式上的完整性，而是力图展示文化-历史创造的多维性和潜在意义。他坚信神圣的创造是可能的，只是将在未来的、第三约的空间里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第三约言中一切对立才会和解，永恒和谐的时代才会到来。这一思想框架也被梅列日科夫斯基用于勾画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蓝图。在他的图解中，普希金处于俄罗斯文学的开端。在普希金作品的轻松和谐的基调中他感到这位伟大诗人作为和谐文化先驱的特殊意义。但此后这种神秘的统一遭到了破坏，因为托尔斯泰选择了肉体之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精神之路。但他相信，在俄罗斯迟早会出现一位诗人或作家，能够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因素融为一体，只有那时俄罗斯文化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化并得到全世界的响应。

毫无疑问，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普希金的价值确认是从自己的宗教主张出发的，那么普希金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斯米尔诺娃曾说：“我认为普希金真正信教的，但他自己从未说过这个。格林卡就他看到过普希金手里拿着福音书，对他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书，里面包含着一切。”（Д.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1:176）巴兰特也曾认为普希金具有宗教感，他对福音书有很多思考。普希金自己也说，宗教创造了文学和艺术，它是远古以来最伟大的，一切都取决于宗教感，没有宗教就谈不上哲学、诗歌和道义。但是普希金的基督教远离一切理论和一切外在的形式；它是自然而然并且是无意识的。普希金能够在不知道基督的名字的野人的心灵里找到基督式的宽容一切的智慧；他教会人们伟大的安宁、驯顺和素朴。而怜悯之心和童贞纯洁作为一种哲学因素有着各种历史形式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是人类灵魂追求自我弃绝、与上高合一、在上帝之中获得自由的状态。而多神教作为一种哲学因素既体现在古代希腊的多神信仰之中，也体现在摩西的戒律之中，可以理解为人的个体对自我的无限发展、完善、神化，不断从不可见奔向可见、从天国奔向尘世，是英雄和众神的悲剧意志对厄运的反抗和斗争，是雅各和耶和华、普罗米修斯和奥林匹斯众神的斗争——基督教和多神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两股世界之流——一个奔向上帝，一个远离上帝。

文艺复兴从天主教的压迫下解放了多神教，同时也在多神教的废墟和碎片上释放了基督教的感受。这两种世界的文化因素第一次在文艺复兴精神中相遇并且进行实际的相互作用，像两个权力平等、势均力敌的战士一样进行斗争。这两种因素的相遇和斗争会不会最后和解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所有形式创作的精神探索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这两个世界无论是无意识或不完全的和解，还是不断的对抗，都是人类创造达到顶峰的征兆，是人类努力斗争的宝贵成果。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19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批评的有倾向性的实用流派的坚定的反对者，但是他本人的文章却极具倾向性，因为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关于所分析的作家个性的，不如说是作为悍卫作者所喜欢的状态或情感的一种理由。所以在那篇杰出的，但却奇特的关于普希金的专论中他在这位俄罗斯诗人身上看到了一种佛罗仑萨式的情感倾向。”2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普希金恰恰是证明了在俄罗斯世界观的深处潜存着未来文艺复兴的伟大资质，这是一种精神的和谐，对于一切民族来说都是千年难求的。所以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把普希金比作拜仑而不是比作歌德，这是一种错误。的确，拜仑使普希金变得更加伟大，但这就像被战败的敌人使胜利者变得伟大一样。而普希金本人也意识到自己更接近《浮士德》的作者而不是《唐·璜》的歌颂者，因为拜仑的创作道路没有渐进的成熟过程；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找不到书呆子气和虚荣心，他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他曾经说对他来说最好的诗是那些梦中偶然所见并且不可能记住的东西。艺术对他来说如同永恒的游戏，他珍惜的是无法捕捉的声音而不是写出来的诗行。普希金欢快的智慧和拜伦的尖锐的讽刺毫无共同之处。普希金用《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俄国文学划定了水平线。“就算是奥涅金和拜伦的主人公具有一些深层的联系，但这并非模仿，这是其他文学中从未有过的俄罗斯式的给恶魔式的人物脱冕的尝试”。（ 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1:171）但是在俄国文化环境下普希金没有也不可能创作出像《浮士德》那样的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除了外在的、历史性的原因，还在于歌德具有优于普希金的伟大的内心。不论普希金的思想多么有说服力和洞察力，它并没有深入到自己心灵的深层，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的普希金还是高于和强大于作为思想家的普希金。普希金虽然能隐约预感到但却不能肯定自己天才的伟大，而歌德却能直面和驾驭自己的天才，《浮士德》的构思是建立在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 ，这种意识来自精神和世界的现实，来自两种因素的对立，因此浮士德出现了同貌人，——魔鬼梅菲斯特。

而普希金更加接近自然的精神，他的诗中充满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母题，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在敢于体验和谐的主宰这一点上只有普希金和沙士比亚做得到，所以俄国文学的理想是把莎士比亚和歌德高度融合起来，而普希金是继但丁和索福克勒斯之后世界诗人中唯一能达到这种无可指摘的充实和表达的准确性，达到数学式的简洁明晰的人。而普希金式的这种和谐就注定了19世纪艺术的新的复兴，这是继15世纪意大利之后的融合两个世界的新的尝试，但是这种预兆不见得能够实现，因为拜伦首先破坏了奥林匹斯神一样的诗人的和谐，此后到了19世纪一切都渐渐地尖锐化，混乱加深了，以至于达到两种因素对抗的极点，并体现在非理性的多神教徒尼采身上，就像在俄国出现了非理性的加利教徒托尔斯泰一样。而这两个代表人物分别出现在歌德和普希金的祖国也并非偶然的，因为这两个年轻的北方民族在世纪之初都企图进行新的复兴。

3 普希金与俄国文化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在于，一步步地越来越远离普希金，而与此同时却一直自以为是普希金遗风的忠实悍卫者。”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就像伟大人物最危险的敌人正是自己忠实的学生一样，他们热爱和崇拜着，却歪曲了老师的形象。普希金最亲近的学生果戈理按照普希金的构思完成了《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但是果戈理却是第一个背叛普希金的人，第一个成为不和谐的牺牲品，他体验了突发的病态的神秘主义，这破坏了他的创作力量。

屠格涅无和冈察洛夫的创作证明，他们极忠诚地想回到普希金式的宁静和平和，像普希金那样有意识地崇尚西方文化，他们不能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的傲慢。在风格的完美清晰和语言的柔美魅力上屠格涅夫更接近普希金，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这种相像只是表面的，带有欺骗性。不论是屠格涅夫还是冈察洛夫的努力都没成功。屠格涅夫其实更接近于疲惫感和对一切文化形式的厌倦感，而不是普希金的英雄主义的智慧。他语言中过多的是柔美、女性化和感染力，而没有普希金式的坚毅、力量和朴素。在这种迷人的旋律中回响的仍是刺耳的音符，这是精神的不和谐加深的标志，即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后来在托尔斯泰那里被发展到极致。屠格涅夫塑造了一系列，按他自己的观点，真正的俄罗斯式的主人公，他们是软弱或不健全的失败者，唯一一个强有力的俄罗斯人是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但这只是一个早产儿，同样是失败者，像一个一事无成的多余人注定要灭亡。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如果外国人相信了果戈理、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那么俄罗斯民族应该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否认英雄意志的本质的民族。如果俄罗斯精神的深处只有基督式的恭顺、只有自我牺牲，何来在彼得和普希金身上的那种雄壮、过剩的成功、意志和欢乐？

而察洛夫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批评家们只看到《奥勃洛摩夫》中的讽刺和说教，但冈察洛夫的小说远比一切讽刺更可怕，他在这种俄罗斯式的软弱无力和无所事事的艺术合成既不表现出赞扬、也没有反对，有的只是充分的真实地描写俄罗斯的现实，奥勃洛摩夫身上宁静诗意的光环、孩子式的童贞和心灵的纯净、不谙世事就像屠格涅夫的《活尸》中的主人公。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冈察洛夫或许也曾想，但他不会以有公正的态度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因为他爱他，也不会公正地对待希托尔兹，因为他内心里恨他——冈察洛夫把这一人物塑成德国人，因为他不想把他写成俄国人，这样的人物在他看来是违背自然的，是僵死的和冷酷的。

但是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比起来还算是健全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掩饰自己的不和谐，这一点他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读者，他没有企图去恢复被破坏掉的普希金式的和谐。但是他对普希金的评价和理解要比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要透彻得多。他爱普希金，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与自己的本性相对的力量，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爱他却已经不再追求他。另一点高于屠格涅夫等人的方面就是陀氏不掩饰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的骄傲，不过多地去玩味西方文化。恭顺、年轻、属神的俄罗斯在傲慢、破落、无神论的西方能学到什么，不是俄罗斯人民要寻求西方的理想，即全世界的多神教，而是西方要追寻俄罗斯人民的理想，即全世界性的基督教——梅氏明确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之间有着很深的分歧。

但作为艺术家陀氏还是比屠格涅夫等人更接近普希金。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有意识地再现了两个世界的斗争的作家。作家的伟大心灵就是战场，而且任何一方任何时候都不会获胜。任何一瞬间，他可能会最相信基督教式的驯顺，但是在心理迷宫的某个阴暗可怕的角落会忽然出现意外：透过苦修者的驯顺会闪动着狂热的魔鬼的骄傲，透过禁欲者的怜悯心和童贞会出现魔鬼的情欲的残暴行为。普希金那美好的和谐在这里变成扭曲的疯狂，变成魔鬼般的癫痫发作。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是普希金的反题，是对普希金文化精神的完全对立和否定。普希金的安宁和安静证明了生命的完满，托尔斯泰的安宁和静谧是一整个世界的合理化不动。在普希金身上思想家和艺术家融为一体，而在托尔斯泰身上思想家蔑视艺术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完全没有关系。普希金的童贞纯洁是以服从于美感和分寸的情欲为前提的，而托尔斯泰的童贞纯洁却是出于对于女性之爱的非理性的禁欲的否定，梅氏称托尔斯泰是没有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后者宣扬相互敌对的民族兄弟般地团结。托尔斯泰在最伟大的作品中把历史上的英雄精神的最后体现脱冕——拿破仑在《战争与和平》中甚至不是变成了拉斯科尔尼柯夫式的虚无主义者，不是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笼罩着可怕光环的奇怪的恶魔，而是渺小小市民一样的下流过客。梅列日科夫斯基感到担心：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托尔斯泰的这种平民口号！现在不是普希金，而是托尔斯泰成为俄国文学在世界民众面前的代表。人们和托尔斯泰争论，恨他又怕他，他的荣誉与日俱增。而普希金的荣誉变得越来越囿于经院和悄然无声，变得越来越不能被民众所理解。已经没有人和普希金争论，他说，在欧洲还有人知道普希金吗？除了这个名字。俄国人从小就对他的诗倒背如流，但这些诗对于现实的俄国生活却是显得冰冷和不必要的。就像希腊悲剧的合唱或高等数学的公式一样。人们把它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但是已经不见得有人用心、用精神去崇拜他。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普希金的愿望和彼得一样，是想使俄罗斯加入世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但无论是普希金还是彼得大帝都不否定本国的自然本性，不否定俄罗斯精神的特点。普希金是唯一回答了彼得大帝所提出的问题的人，而后来的人们都不能理解这两位孤独的俄国英雄——彼得大帝和普希金，他们与使俄国加入世界文化的开端背道而驰。首先对于普希金来说，彼得的强大意志甚至更具有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就像对托尔斯泰来说体现在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的对上帝的驯顺谦恭、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体现在阿辽沙身上的基督的谦卑一样。普希金曾质问霍米亚科夫，难道莫斯科公国的拜占庭思想比彼得大帝的思想更能代表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吗？奇怪的是，即使是对普希金的诗有深入的理解的人，像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片面的基督教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或不想看到普希金和彼得大帝的这种内在联系。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没有彼得就不可能有普希金身上所体现的俄罗斯的静观，没有普希金彼得也不可能被理解为俄罗斯精神的最高的英雄主义的显现。在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中歌颂了原始山民的宽容一切的智慧；而在《青铜骑士》中，他把英雄的力量神化，草民对抗英雄，“俄罗斯文学中从未有过两种世界因素这样可怕的交锋。”长诗在可怕的图景之后以更加可怕的日常生活景象结尾——主人公成为英雄意志不可见的牺牲品。普希金之后一切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都是表面上赞同西方，而本质上在使俄罗斯远离普希金这位俄国历史上真正的英雄。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指出普希金善于融入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哪怕是遥远的文化形式，陀氏把这种特点理解为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它注定要把世界上一切敌对在统一的世界精神生活中联合起来，这种精神生活是建立在基督之爱上的，陀氏借用并且深化和拓展了果戈理的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不论是果戈理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发现普希金创作中一个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是在所有后来的俄罗斯文学都体现出来。普希金是世界上第一个如此热情地表达了文化的人和原始之人的永恒对立主题的诗人，而这一主题应该是俄国文学的一个主要母题。

4 结语

梅列日科夫斯基非常重视自己的主观批评理论建构，“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新的大厦的奠基者，确切说是所称的‘新文化’‘新宗教意识’宏大建筑的一部分。他的同时代这对他的这种首创精神并不感觉到陌生。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梅列日科夫斯基感觉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即批评史、文明史和宗教史的交叉路口。”（М.Ермолаев 1995：563）强调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宗教因素，即基督教精神和多神教因素，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新基督教思想的一个主要命题，他认为人类文明及其未来走向都是由这两种因素的并存、斗争或暂时的调和状态所决定的，而文学艺术中的伟大人物正是通过对这两种因素的展现而影响着文化的走向，其中包括普希金。

附注

1 А.О.斯米尔诺娃（1810—1882），父姓洛赛特（Россет）。是俄罗斯当时一个著名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她和普希金、果戈理、茹科夫斯基等人都私交甚厚。
2 http://ru.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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